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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舞台上相继出现过四波反建

制主义浪潮,每一波反建制主义均诞生于经济危机期间,反建制主义领袖在

上台后都会制定新的政策来改变现行建制以加强权威。现有关于拉美反建

制主义生成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三类,但无论是社会经济解释、话语体系解

释,还是政治制度解释,都无法全面地阐释其周期性出现的原因。从拉美反

建制主义的特点出发,本文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实质上是经济危机下政治

领导人通过动员群众寻求权威重建的一种方式。拉美历史上受到社会发展

传统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对外依存性,与此同时治理策

略又具有激进性,使经济危机在拉丁美洲周而复始地出现。在经济危机中,

各种现存建制的权威会受到冲击,需要寻找新的权威来重塑民众对于建制

的信任。拉丁美洲具有崇尚权威的政治文化传统,魅力型领袖往往会受到

青睐,反建制主义因此作为一种选项得以长期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即使

经常被认为是特例的智利也并不能逃脱此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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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建制主义是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最为活跃的政治现象之一。拉美反

建制主义就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反对现存建制,试图打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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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治格局以实现对国家的改造,其代表人物包括智利前总统阿图罗·亚

历山德里(ArturoAlessandri)、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Perón)、秘

鲁前总统藤森(AlbertoFujimori)、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HugoCh췍vez)

等。事实上,学者们通常把这些政治领袖所推动的政治实践称为“民众主

义”(populism)①,然而在描述拉美这一政治现象时,反建制主义相比民众主

义更为合适。

一方面,“民众主义”的概念、内涵甚至译名至今没有定论,但其核心特

点就表现为反建制主义,即强调政治领袖直接动员大众反对现行建制。例

如,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Taggart)总结过与民众主义相关的六个方

面,其中就包括“民众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的内容。② 而美国政治学家肯

尼斯·罗伯茨(KennthM.Roberts)认为,“完备”的“民众主义”概念应同时

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其中同样包括“绕过体制性干预和政治组织直接进行

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这一内容。③ 这些学者们对于“民众主义”的定义均包

含了反建制主义的特征。

另一方面,对于“民众主义”这一概念一般持有较为负面的看法,常常被

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极端的民族主义、非理性选择等④,无法客观地描

述拉美反复出现的、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反对现存建制这一政治现象。事

实上,并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政治现象理解为政治领袖的权谋或政治策略,除

了对权力的垄断之外,无论是庇隆、藤森、还是查韦斯,他们均利用大众动员

的方式推行了当时有利于国家发展及民众福利的改革及政策。也正因为如

此,直至今日在阿根廷,依旧能见到大量关于纪念庇隆的内容;而在秘鲁,藤

森的女儿藤森庆子(KeikoFujimori)连续两次在总统竞选中作为两名候选

人之一进入第二轮投票,这表明这些政治领袖留下的并非只有负面政治遗

产。相较于民众主义,反建制主义也就显得更为中性。

①

②

③

④

关于“populism”一词学界有不同的译法,包括“民粹主义”“人民党主义”“平民主

义”等。拉美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普遍译为“民众主义”,本文故采纳此种译法。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KennethM.Roberts,“NeoliberalismandtheTransformationofPopulismin
LatinAmerica:ThePeruvianCase,”WorldPolitics,Vol.48,No.1,1995,p.88.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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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本文将采用“反建制主义”来描述拉美自20世

纪以来反复出现的这一政治现象,并尝试回答拉美反建制主义为何会周期

性地出现这一问题。

一、 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历史回顾

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经久不衰地活跃在

拉美政治舞台上。从20世纪至今,拉美反建制主义大致经历过四次浪潮。

(一)第一波浪潮:20世纪前20年

反建制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的阶

段,代表 人 物 有 乌 拉 圭 前 总 统 何 塞·巴 特 列-奥 多 涅 斯(JoséBatlley

Ordóñez)、阿根廷前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Yrigoyen)、智利前

总统亚历山德里。这一波反建制主义的特点是反对与大地主和“考迪罗”

(caudillo)制相关联的寡头统治方式。

拉丁美洲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

结构,生产方式以大种植园、大庄园制为主。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拉

美国家逐渐迈入工业化进程,城市移民和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扩大,传统的

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出现变化。原有的寡头政治统治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

会环境,一些拉美国家领袖便通过动员、拉拢这些未被纳入现存建制中的新

社会力量来赢得或巩固政治权力,并对原有政治制度进行改造。

以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为例,自1915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参议

院选举开始,他便依靠发动煽动性的演说攻击现存权力机构,来吸引工人阶

级的支持。1920年竞选总统时,亚历山德里曾表示:“我希望成为一切反动

精神的威胁,成为那些抗拒一切正当和必要的改革的人的威胁,因为他们是

混乱和动荡的鼓吹者。”①在公众情绪空前沸腾的气氛下,亚历山德里以微弱

优势获胜。在当选总统后,亚历山德里试图颁布《劳动和社会福利法》等一

①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胡毓鼎等译,徐壮飞等校,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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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社会性法律,但由于议会反对派的阻挠,他的改革方案未能通过。在经

历短暂军事政变后,亚历山德里下令修订1833年宪法,将智利改为总统制国

家,强化总统权力,限制议会作用。虽然这一过程最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

利,推翻了原有的寡头政治统治的某些基础,然而军队最终控制了智利政

局,亚历山德里以辞职结束了任职。

(二)第二波浪潮: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第二波浪潮主要形成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出现的国家数量较多,代表人物有巴西前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DornellesVargas)、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췍zaroC췍rdenasdel
Río)、阿根廷前总统庇隆。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出口导向型经济

相关联的精英统治模式。

先前的拉美工业化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以初级产品出口为

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经济依旧随着国际市场的波动而跌宕起

伏。到20世纪20年代末,拉美国家的出口比重至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

近40%;像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甚至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①

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拉美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到1932年,拉美

出口额比1929年减少65%②,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在此情形下,拉美国家相继制定了增加经济多样化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

计划,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成为这一阶段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带动了政治与社会格局的变迁。20世纪30年代,拉
美的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40年,在墨西哥、巴西、阿根

廷、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这六个拉美主要国家中,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

只有37.7%。但自经济模式调整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到1980年,上述六

国的城市人口已经上升到69.4%③,形成了大批工业无产者,工人运动在这

①

②

③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册),高晋元等译,张森根

校,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插图

第八版)》,王宁坤译,张森根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242页。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册),高晋元等译,张森根

校,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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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也逐渐兴起。在这一阶段,工会不仅将自己看作特殊的利益集团,而

且也认为自身代表着“人民”。① 作为一支较为薄弱的新兴力量,它们的出现

受到了一些政治领袖的关注。这些政治领袖通过与这一群体的密切联系,

给予他们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来获得其政治支持,反对现存建制,成为主导

拉美政坛的一股潮流。

巴西前总统瓦加斯是这一波浪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930年当选国

家元首后逐渐颠覆了原有的政治架构,颁布新宪法、取消总统选举、解散国

会,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新国家”。为了维护这一新建制,他将城市工人和

无产阶级作为其政权巩固的重要力量来源。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他颁布了

退休养老计划、最低工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等各种对工人有利的

社会立法,借助这些福利政策与有效立法,巴西工人忠诚地、热心地对瓦加

斯表示支持。②1945年,由于担心瓦加斯继续借助群众政治动员延缓民主化

进程,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他的统治。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瓦加斯为

代表的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先后为军人政变所终结,保守派军人政权在70年

代后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

(三)第三波浪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反建制主义的第三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阶

段,以阿 根 廷 前 总 统 梅 内 姆(CarlosSaúlMenem)、巴 西 前 总 统 科 洛 尔

(FernandoCollordeMello)、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

对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主导的发展模式及其既得利益者。

20世纪30年代后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拉美经济保持了长期

稳定增长。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拉美政府原先实行的扩

张政策使经济无法持续下去,一时间对外汇的需求变得特别紧迫。拉美大

多数的国家因为自己缓解危机的能力不足,于是只能通过借债来缓解外汇

①

②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册),林无畏等译,徐壮飞

校,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巴西史》,王龙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

305—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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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不足的压力,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居高不下的外债率。1982年,墨西哥

率先发生债务危机,作为地区性大国,墨西哥的危机传导到拉美其他国家。

此后十年,拉美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猛增。

面对这一经济困局,西方国家给拉美开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要求

推动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削

减之前赋予民众的社会福利,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同时增加非正规部门的

劳动力。于是,一些反建制主义领导人为了赢得权力并推动改革,采取了机

会主义的策略:在关键选举前,政府大幅增加社会开支以赢得社会边缘群体

的支持;而在当选之后,又转而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以秘鲁前总统藤森为

例,在1990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并没有像对手一样宣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

济政策,而是笼统地提出“技术、诚实和工作机会”的口号。然而在胜选后,

他对秘鲁经济实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大举实行私有化。1992年,藤森还

与军队联手发动了一场“自我政变”,关闭国会、司法机关和地区政府,并制

定新宪法允许总统连任。他还在几个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并派遣曾经反

抗“光辉道路”的巡逻队维护秩序。①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化后的这批

反建制主义者甚至比之前几波持有更强硬的反建制立场,因为新自由主义

反对国家及政治组织的干预。②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蔓延,拉美国家也相继受到影响。特别是

在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后,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的拉美反建制主义政

权纷纷出现经济困境,这一波反建制主义也在世纪之交落幕。

(四)第四波浪潮: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这一波浪潮主要形成于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声浪中,以委内瑞拉前

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RafaelCorrea)、玻利维亚现任总统莫

拉莱斯(EvoMorales)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新自由主义相

结合的全球化和官僚权威统治。

①

②

克里斯蒂娜·胡恩菲尔特:《秘鲁史》,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第256—260页。

周凡:《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载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

家创新基地等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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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拉美地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增

长的同时也使得拉美整体经济偏向于依赖国际市场,各国国内的经济体系

不完善且十分脆弱。改革也对社会发展带来较为负面的影响:在新自由主

义改革推行期间,失业率上升,财富分配不平衡,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

而第三波民主化后确立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遏制拉美地区腐败和社会不公

的蔓延,一些国家的政治建制甚至堕落成谋取私利和起反作用的竞选机

器①,民众的不满逐渐积聚。在此局面下,新一批反建制主义领袖打破民主

化后建立的政治运作模式,通过经济资源的再分配直接动员处于社会底层

的民众,主要包括失业者和大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在拉美掀起了反建制

主义的一波新浪潮。

这一波反建制主义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上台为开端。1998年,

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在上台执政后,他解散议会,制定新宪法,通过

电视媒体等渠道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颠覆了原有的政治体系。他利用委

内瑞拉的资源优势,在石油出口中大举获利,将这些收入用于开展的一系列社

会政策,解决穷人的医疗、饮食、教育问题等,使得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快速下

降,识字率不断上升。然而建立在石油红利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先天

的局限性,单一的经济结构对整体的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大规模的政府开

支也使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从查韦斯

执政后期开始,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便出现恶化,直至今日,委内瑞拉依旧深

陷经济困境中。在2013年查韦斯逝世后,这一波反建制主义浪潮也逐渐消退。

二、 对传统分析视角的再认知

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浪潮催生了各种理论解释。美国学者罗伯特·詹森

(RobertS.Jansen)将现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理论划分为三代:第一代

结构主义理论强调反建制主义生成的社会经济因素;第二代理论强调反建

制主义形成的话语体系和追随者的能动性;第三代理论强调政治结构,侧重

① 迈克尔·塔弗、朱丽亚·弗雷德里克:《委内瑞拉史》,黄公夏译,上海:东方出版

中心,2010年,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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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主制度为中心的解释。① 实际上,这一划分大致囊括了现有对拉美反建

制主义成因的主要解释,然而将20世纪拉美反建制主义作为整体来看,这些

理论又存在着各自的局限。

(一)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社会经济解释

对于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早期相关理论都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

社会变迁是导致反建制主义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以现代化理论最具代

表性。根据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快速进行中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普及

引发了大众参与的浪潮,由此破坏了传统政治权威。而在快速且剧烈的社

会变动中,制度化的新体制无法同步形成,这就使政治统治变得不稳固,使

反建制主义得以生成。② 例如,最早对拉美反建制主义进行研究的吉诺·赫

尔马尼(GinoGermani)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诞生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转型的历史进程中③。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是在缓慢的改革进

程中得到巩固的,普通民众通过参与政党、工会组织等方式渐进地被纳入政

治体系中;而拉美国家的社会转型发展较快,经济结构的转变使得社会结构

被打碎,进而碎片化;原有的政治体系迅速地被新的政治体系挑战,民众被

动地纳入政治进程中。这是反建制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④ 阿根廷著名左

翼学者卡洛斯·维拉斯(CarlosM.Vilas)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反建制主

义是在从传统的农业、非工业化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对

危机的一种特别回应。在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摧

毁了农村小土地作业者和城市小资本主义生产者,由此导致工业资本和劳

动力的集中,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因此,拉美国家的经济

①

②

③

④

RobertS.Jansen,“Populist Mobilization:A New TheoreticalApproachto
Populism,”SociologicalTheory,Vol.29,No.2,2011,pp.78-81.

KurtWeyland,“ClarifyingaContestedConcept:PopulismintheStudyofLatin
AmericanPolitics,”ComparativePolitics,Vol.34,No.1,2001,p.5.

GinoGermanietal.,PopulismoycontradiccionesdeclaseenLatinoamérica
(MexicoD.F.:SeriePopularEra,1973),pp.14-17.

AníbalViguera,“‘Populismo’y‘neopopulismo’enAméricaLatina,”Revista
MexicanadeSociología,Vol.55,No.3,1993,p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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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况是创造反建制主义的关键因素。①

然而社会经济因素的解释至少忽略了两条重要线索:一方面,反建制主

义不仅出现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拉美国家,也发生在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国

家。在拉美前两波反建制主义浪潮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是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国家,但在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厄瓜多尔、秘鲁等国,

同样也出现了反建制主义政权。以厄瓜多尔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前,该

国的经济极为依赖农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受到极大限制。然而

在此 阶 段,该 国 出 现 了 反 建 制 主 义 领 袖 贝 拉 斯 科(JoséMaríaVelasco

Ibarra),他计划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将大地主的土地划分为小的单位,同

时要求增加农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反建制主义国家,反建制主义领袖的支

持者也并非只有城市劳工,同样也有以乡村农民为主要支持者的政权,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权。卡德纳斯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农民

的支持,在他就任总统前,墨西哥政府对土地改革并不热衷,在他上任后,土

地改革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1934年至1940年,卡德纳斯向80万人分配

了18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无地农民从250万人减少到190万人,乡村农民同

城市工人一样被组织起来。② 因此,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结果,卡尔·多伊奇(KarlW.Deutsch)就曾经用定量的方法分析了

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稳定的收入增长很可能伴随社会

动员,但在缺乏人均收入增长的国家中,社会动员也大量存在③,社会经济发

展导致反建制主义的解释具有明显局限性。

由于社会经济解释主要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所经历的拉美反

建制主义浪潮处于社会变革的现代化大背景下,当时西方学界普遍运用现

代化理论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变迁,即使同时期的依附理论等新马

①

②

③

CarlosM.Vilas,“LatinAmericanPopulism:AStructuralApproach,”Science&
Society,Vol.56,No.4,1992/1993,pp.391-395.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江时学等译,高铦等校,北
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Karl W.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55,No.3,1961,p.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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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理论也建立在对现代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对拉美社会

结构相对稳固后可能出现的反建制主义浪潮并没有认知,这就使该理论无

法诠释反建制主义之后在拉美反复发生这一现象。

(二)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话语体系解释

面对第一代理论解释的缺陷,第二代理论试图从“民众”的角度着手,探

讨民众为何会支持反建制主义领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话语体系解释,其代

表人物为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ErnestoLaclau)。拉克劳对反建制主义

的论述源自其在阿根廷的亲身经历。他认为反建制主义并非某一特定群体

政治或意识形态实践的内容,而是接合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的一种特

定方式;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对本体论的阐述,而不是对客观实体

的解释。① 当制度渠道无法差异化地吸收一系列社会需求时,这些无法被满

足的需求就会一一相连,形成对社会的不满。此时,反建制主义就会将这些

不满接合,在“人民”和那些拒绝为需求负责的人之间创造一种对抗关系。②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对抗”(antagonism)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冲突关

系,在拉克劳的语境中,“对抗”是一种“外在的构成”,这种外在的构成伴随

着认同的确认。例如,农民不可能天然成为农民,需要在与其他当事人的斗

争中才能确证其农民的身份。③ 因此,“人民”也不可能天生成为人民,必须

在与他者的斗争中确定其身份。反建制主义作为一种接合的力量就将社会

划分成作为“弱者”的“人民”和“其他人”,形成我者与他者的对立,以此来简

化政治空间的反现状话语。④ 从这个视角出发,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无法摆

①

②

③

④

ErnestoLaclau,“Populismo:¿quénosdiceelnombre?”inFranciscoPanizza,

comp.,Elpopulismocomoespejodelademocracia (MéxicoD.F.:FondodeCultura
Económica,2009),pp.52-53.

FranciscoPanizza,“WhatDoWeMeanWhenWeTalkaboutPopulism?”in
CarlosdelaTorreandCynthiaJ.Arnson,eds.,LatinAmerican Populisminthe
Twenty-FirstCentury (Baltimore: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2013),p.101.

安德鲁·诺里斯:《反对对抗:论欧内斯托·拉克劳的政治理论》,任国栋译,《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第123页。

本杰明·莫菲特、西蒙·托米:《对民粹主义的再思考:政治、媒介化和政治风

格》,宋阳旨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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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反建制主义”的标签,因为政治运动始终都在建构“人民”的社会边界。①

拉克劳的这一解释将反建制主义泛化,任何具有民众诉求的群众运动

都能被纳入反建制主义的范畴中,但这种解释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乌拉圭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Panizza)就认为,对于反建制主义

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本体论的维度,同样也应将现实维度即底层民众

被排除在现有建制之外的现实纳入解释之中。② 阿根廷著名学者德伊波拉

(EmiliodeÍpola)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将反建制主义分为两个层面:作为体

制的反建制主义和作为塑造“人民”身份认同的反建制主义。他将作为体制

的反建制主义描述成“根据单一领导人的意志进行统治的权威”。③ 事实上,

对于拉克劳观点的主要批评就是认为他的解释忽略了现实维度的考量。从

现实维度出发,拉克劳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何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反建制

主义的勃兴,而另一些国家很少存在反建制主义的浪潮。哥伦比亚历史学

家马尔科·帕拉西奥斯(MarcoPalacios)曾提出反建制主义和革命是硬币的

两面。像哥伦比亚等一些中美洲国家反建制主义运动的缺失就为这些国家

带来了更多的革命。④ 而其中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无疑超越了话语成为关

键,这也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反复发生的基础。

除此之外,民众本身对于反建制主义的支持也不得不说主要是出于对

现实利益的考虑;一旦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民众将很快撤出其支持。例

如,秘鲁反建制主义的前总统阿兰·加西亚(AlanGarcíaPérez),他在当选

后的第二年即1986年支持率依然保持在90%,但是到了1988年,随着通货

①

②

③

④

JuanSantiagoYlarri,“Populismo,CrisisdeRepresentaciónyDemocracia,”

Foro,Nuevaépoca,Vol.18,No.1,2015,p.180.
FranciscoPanizza,“WhatDoWeMeanWhenWeTalkaboutPopulism?”in

CarlosdelaTorreandCynthiaJ.Arnson,eds.,LatinAmerican Populisminthe
Twenty-FirstCentury (Baltimore: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2013),p.104.

EmiliodeÍpola,“Laúltimautopía.Reflexionessobrelateoríadelpopulismode
ErnestoLaclau,”inClaudiaHilb,comp.,Elpolíticoyelcientífico.HomenajeaJuan
CarlosPortantiero(BuenosAires:SigloXXI,2009),p.200.

CynthiaJ.Arnsoned.,IntheWakeof War:DemocratizationandInternal
ArmedConflictinLatinAmerica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12),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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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的快速上升和经济危机的到来,他的支持率跌破10%。① 拉克劳的话语

体系视角尽管丰富了对反建制主义成因的解释,并能为拉美反建制主义反

复出现提供注脚,但却缺乏较强的说服力。

(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解释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关于反建制主义的解释开始聚焦于政治制度

层面,其中以探讨反建制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突出。这些理论

普遍将反建制主义看作民主制度接纳能力虚弱的一种表现,认为民众一旦

无法通过强有力的政党被吸纳进现有政治生活,就会追随反建制主义领

袖。② 例如,阿根廷学者恩里克·佩鲁佐蒂(EnriquePeruzzotti)就强调,在

政治的协调机制失灵时会产生接纳或代表性危机,而反建制主义就是对这

种危机的反应。③ 美国学者库特·韦兰(KurtWeyland)也持有这种观点,他

认为经济衰退、政治僵化和腐败的猖獗会导致民主制度的衰朽,进而使反建

制主义得以生成。④

此外,也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制度原因。

智利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Sebasti췍nEdwards)就从公共政策的

视角阐释了拉美地区为何会反复出现反建制主义。他认为拥有高质量公共

政策的国家通常拥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约束行政权力,使侵犯公民财产

权、对经济拥有较多控制或单方面降低经济开放度的立法难以通过。而拉

美反建制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反复出现,则恰是因为缺乏这种

①

②

③

④

KurtWeyland,“PopulismandSocialPolicyinLatinAmerica,”inCarlosdela
TorreandCynthiaJ.Arnson,eds.,LatinAmerican PopulismintheTwenty-First
Century (Baltimore: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2013),p.124.

RobertS.Jansen,“Populist Mobilization:A New TheoreticalApproachto
Populism,”SociologicalTheory,Vol.29,No.2,2011,p.81.

EnriquePeruzzotti,“PopulisminDemocraticTimes:Populism,Representative
Democracy,andtheDebateonDemocraticDeepening,”inCarlosdelaTorreandCynthia
J.Arnson,eds.,LatinAmericanPopulismintheTwenty-FirstCentury (Baltimore:

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2013),p.81.
KurtWeyland,“LatinAmerica’sAuthoritarianDrift:TheThreatfromthe

PopulistLeft,”JournalofDemocracy,Vol.24,No.3,2013,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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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①

应该说政治制度解释指出了制度权威虚弱导致反建制主义勃兴这一问

题,具有一定说服力。这种解释也为反建制主义反复活跃在拉丁美洲提供

了一种分析框架,即拉美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反建制主义的经常性发生。

但这一解释也同样有其缺陷,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对民众的负面认知,民众被

描述为短视、盲从、易被煽动的群体,并像勒庞(GustaveLeBon)对大众群体

的分析那样:“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

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②这就导致群众容易为反建

制主义领袖所操控,走向“反民主”之路。但实际上,在反建制主义政权下,

民众也绝非表现为盲从的状态。例如,在2007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举行的第一次修宪公投中,他要求无限期连任的提案就遭到全民公投的否

决;而在2016年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提出连任的修宪公投,同样没有获得

通过;民众并非如同被描述的那样简单地为反建制主义领袖所左右。

英国政治学家卡诺婉(MargaretCanovan)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反建

制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她并不赞同迪特拉(T.S.DiTella)将反建

制主义看作“民主发生倒退”的论断,认为民主本身拥有“救济性”和“实用

性”两面,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反建制主义能够长期存在。③ 智利学

者克里斯托瓦尔·罗维拉(CristóbalRoviraKaltwasser)也支持卡诺婉的观

点,认为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语境下的“民主”具有边界和自我统

治限度的两重困境,即如何定义人民、如何约束统治者,反建制主义正好给

出了民主的边界限定。④ 事实上,反建制主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美

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迪克斯(RobertH.Dix)就将反建制主义划分为威权和

民主两类,认为反建制主义内部的社会力量构成是决定威权或民主的关键

①

②

③

④

SebastianEdwards,LeftBehind:LatinAmericaandtheFalsePromiseof
Populism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0),pp.183-184.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4年,第36页。

MargaretCanovan,“Trustthe People! Populism andthe Two Facesof
Democracy,”PoliticalStudies,Vol.47,No.1,1999,pp.2-3.

CristóbalRoviraKaltwasser,“TheResponsesofPopulismtoDahl’sDemocratic
Dilemmas,”PoliticalStudies,Vol.62,No.3,2014,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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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① 而在反建制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例如庇隆、藤森等反建制主义政权

都扩大了妇女等群体的参政权,某种程度上是对民主的推动。因此,反建制

主义和民主之间绝非简单的对立状态,反建制主义的勃兴也未必直接归因

于民主制度的衰朽。更何况,如果现有建制本来就存在缺陷,阻止对现有制

度改革的尝试也绝非最优之解。

三、 基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特点的一种解释

现有三种分析范式提供了阐释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不同视角,但这

些理论或是由于时代局限性不能全面解释反建制主义反复出现的原因,或

是由于和现实存在背离导致解释力不足;要全面解释反建制主义的四波浪

潮,还需要总结四波浪潮的共性特征。尽管拉美国家的反建制主义在不同

时期有差异化的表现,但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点共性:一是时间上的共性,即

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均发生于经济危机或经济困境时期,在选举或政府换

届时,反建制主义更是达到高潮;二是表现形式上的共性,即拉美反建制主

义领袖上台后均会通过改变现行建制加强自身权威。这两点对于理解拉美

反建制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拉美反建制主义的解读

从第一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开始,反建制主义领袖都是在经济危机

中脱颖而出的。上文提及的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巴西前总统瓦加斯、秘

鲁前总统藤森和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他们分别是第一波至第四波拉美

反建制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无不以经济危机为背景,这是拉美

反建制主义出现的共同时间特征。

1. 经济危机与建制权威的衰弱

理解反建制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就需要理解影响建制变迁的元素。

① RobertH.Dix,“Populism:AuthoritarianandDemocratic,”LatinAmerican
ResearchReview,Vol.20,No.2,1985,pp.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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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就曾指出,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

以及有关正义和合法性的思想威力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在这三者

中,他将经济发展简化为人均产值在历史上的持续增长,将社会动员解释成

历史上新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化,而将合法性界

定成广泛共识。① 实际上,这三者构成建制权威的基础。如果建制本身无法

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准,抑或无法将新社会群体纳入制度网

络进行管理,那么现有建制就会产生广泛的认同危机,建制权威也会受到挑

战,这就为反建 制 主 义 的 生 成 创 造 了 条 件,如 同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康 豪 瑟

(WilliamKornhauser)的观点:反建制主义兴起的核心问题是体制的危机。②

而经济危机就是弱化现有建制价值和权威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两个

方面。

第一,经济危机使原有社会中一部分建制成员成为边缘人群。每一波

经济增长都会影响到两批不同群体。一批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新增的就

业人群,这一群体通过就业被纳入现有建制中。然而当经济进入衰退期时,

部分就业机会因遭遇危机消失,原先已被纳入建制中的群体将再次被建制

排除。另一批为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创造的就业人群,这一群体会逐渐取代

原有经济结构中的就业人群成为社会中的主体,将原有的就业人群排挤出

建制;这也就构成了罗伯特·迪克斯意义上反建制主义运动的两股力量:一

股是处于城市或具有“现代”外观区域的群体,他们自认为是现代化的受害

者;另一股是处于乡村或“传统”社会阵地的群体,他们感到被现代化抛弃或

远远落后于该进程。③ 庇隆的支持者就主要是新近城市化的内部乡村移民

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这些被现有建制所排斥的人群在经济危机面前诉诸

政治运动反对现存建制,构成了反建制主义多阶级性的特点。

第二,经济危机使原有建制的问题凸显。在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大部分

①

②

③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36页。

J.B.Allcock,“‘Populism’:ABriefBiography,”Sociology,Vol.5,No.3,

1971,p.375.
RobertH.Dix,“Populism:AuthoritarianandDemocratic,”LatinAmerican

ResearchReview,Vol.20,No.2,1985,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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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都从建制中获益,现存建制所存在的问题就会被忽略。但进入经济危

机后,那些被遗忘或是未受到重视的问题就会开始显现,成为关注中的话

题。在拉丁美洲,社会分化与不平等是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激发拉

美反建制主义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增长时,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生存条件的改

善使得民众很难形成反建制的合力。然而在经济危机时,底层民众对于危机

的感受要远甚于上层社会,这与他们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在经济危机

中,社会的不平等会被反复提及,并成为反建制主义领袖们动员群众的口号。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本身也创造了新的问题。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

铁路使农村和城市的联系紧密起来,农村人口日益向城市流动,原本的经济

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也就使得以种植园和大庄园为主的新封建主义受到挑

战。① 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遭遇更大质疑,在此经济发展

模式下形成的寡头统治及其制度权威因此受到影响,要求削弱原有建制的

力量就会因势而起,反建制主义便有了兴起的土壤。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危

机并非仅仅会削弱“非民主”制度的权威,对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任何一种

建制的权威都会形成挑战。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Przeworski)和他的

同事在分析了1950年至1990年数据的基础上发现,民主政权的消亡更可能

发生于一个国家经历经济危机期间:当民主政权面临收入上的下降时,其消

亡的概率是收入增长时的三倍。② 实际上,反建制主义政权本身也基本都是

在经济危机中终结的。

2. 重塑权威与反建制主义的生成

由于经济危机下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建制的权威危机,权威危机导

致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社会的矛盾集中爆发,使得社会混乱甚至失

序。面对此类困局,原有建制已经无法引导国家的发展,相当数量的民众对

政府表现出不信任,这就需要形成新的权威来稳定社会,反建制主义的出现

就成为可能。与其他地区的反建制主义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突出特点

①

②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插图

第八版)》,王宁坤译,张森根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48页。
转引自:拉里·戴蒙德:《民主因何退潮?》,倪春纳、钟茜韵译,《国外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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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调克里斯玛型领袖及其权威。保罗·塔格特在描述拉美反建制主义时

认为,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格外突出政权的特定人物,其领导

艺术比反建制主义者所创立的一套思想体系或者运动更为重要。① 这就是

说拉美反建制主义是一种依靠强势领袖来改变原有建制、重塑权威的方式,

更突出权威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上文提及的亚历山德里、瓦加斯、藤森和查韦斯在上台

后都推动修改宪法,颠覆之前政权的主要建制,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总统权

威,政治体制在此后完全转变成以总统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以秘鲁藤森政

权为例,在藤森上台前,秘鲁政府在经济危机中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此时

游击队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和“光辉道路”日渐活跃。前者主要吸

纳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居民,包括当时的执政党阿普拉党的成员,后者的成员

主要为山区高地居民和移民子女,两者成员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的中下阶

层。特别是“光辉道路”,该组织控制了南部和中部山区高地广大农村地区

和城市中心,对政府形成了巨大威胁。而当时的政府各部门之间、警察和军

队之间关系紧张,政府陷入崩溃的边缘。② 在这种时局下,要想推动改革就

必须改变原有建制的权力网络,树立新的权威。藤森通过民众的支持加强

个人集权,同时采取强硬措施打击游击队组织。在藤森的权威得到稳固后,

秘鲁逐渐恢复稳定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形成了新的建制权威,在某种意

义上,这是一种权威重塑的方式。

综上所述,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原因是经济危机下的权威弱化,而反

建制主义实质上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动员群众重塑建制权威的一种方式。事

实上,综合现有三类理论解释同样也能反映出这一论断:从社会经济发展的

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的生成一般在经济发展模式调整阶段,其突出表现就

是经济危机;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是制度虚弱的一种表现,

制度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权威危机;而从话语体系的视角出发,反建制

主义并非一定是某一客观事物,而可能是一种方式,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

①

②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徐壮飞等译,张森根等校,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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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奈特(AlanKnight)就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是一种政治“方式”(style),

并不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时间或阶级联盟相连。① 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也就

表现出时间上的共性,以及反建制主义领袖突出自身权威的特征。

(二)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出现的根源

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反复出现在经济危机中,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为何

经济危机会在拉丁美洲反复出现? 为何拉美会反复诉诸反建制主义试图解

决发展中的困境? 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正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的根源。

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历史来看,传统的政治社会影响对反建制主义的反复

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包括传统经济发展路径、传统治理策略和传统政

治文化的延续。

1. 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传统

从殖民时代开始,拉丁美洲的经济就以生产农牧业产品和采掘矿产资

源为主,生产结构较为单一。即使到了20世纪初,在拉美各国普遍独立近一

个世纪后,经济结构依旧偏向于初级产品生产为主。1913年,玻利维亚、智

利、古巴、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单一商品占出口量的70%以上,巴西、厄瓜

多尔、海地、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该数据为60%以上,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

和委内瑞拉占50%以上。② 拉美国家对国际市场与外资的依存度较高,以墨

西哥为例,在1911年,外国投资控制了98%的采掘部门、100%的石油、87%
的电力和94%的银行业。③ 国际经济周期性的变动就会给拉美国家带来相

应的经济动荡,乃至社会影响。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多场危机后,拉美国

家开始寻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试图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扭转高度对

外依存所带来的困境。

①

②

③

Alan Knight,“Populism and Ne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Especially
Mexico,”JournalofLatinAmericanStudies,Vol.30,No.2,1998,p.226.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拉丁美洲史》,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

斯蒂芬·哈格德:《走出边缘———新型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陈慧荣译,长
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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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

略需要国内有足够大的市场支撑,而并非所有拉美国家都有此类市场来消

费工业制成品,拉美的一些小国依然依赖初级产品的对外出口,或是依赖国

外市场消化简单工业制成品的库存;二是实行这一战略需要向国外购买机

器、设备等,融资资金主要来自初级产品出口,但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

工业化战略后普遍忽视了传统的出口部门和农业生产,不仅使出口下降,还

需要进口农产品,导致拉美经济出现收支平衡困难,只能依靠外国资本的输

入,这就使拉美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附状态更为严重。到了20世纪70年代

后,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以债务为指导的增长”中①,拉美需要偿付的外债从

1978年的近1533亿美元增长到1985年的3772亿美元,1990年超过4430
亿美元,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均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中。②

这种增长模式最终使拉美国家出现债务危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不得不

再次倒退回初级产品出口的老路上来。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拉美各国对于初级产品的依附程度居高不下,

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秘鲁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出

口总额的比重超过8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里南、圭亚那等加勒比国家

同样属于资源依赖型国家。③ 与此同时,从1990年到2002年,外国公司在

拉丁美洲收购了4000家银行以及通信、交通、石油和采矿公司④,进一步加

深了拉美对国际市场和外资的依赖,世界经济周期性地爆发危机就会使拉

美深受影响。正如英国著名拉美问题专家罗斯玛丽·索普(Rosemary
Thorp)所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初级产品出口在拉美再次表现出重要作

用。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强有力地将拉美推向了这个方向,尤其是石油和

矿业。如果对拉美的历史稍有了解的话,我们就应该冷静地看待这种模式

①

②

③

④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册),高晋元等译,张森根

校,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拉丁美洲史》,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
赵丽红:《“资源诅咒”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北京:当代世界出

版社,2010年,第129页。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插图

第八版)》,王宁坤译,张森根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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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必须关注初级产品的出口增长是否能够与长期经

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存……”①

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深刻地影响着拉美的社会结构。从拉

丁美洲被殖民开始,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就长期存在,传统的大地产制、大庄

园制等生产方式,造成了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间巨大的鸿沟。此后,这一社

会结构一直在拉美社会延续。到了19世纪中叶,拉美小农家庭所拥有的可

耕地面积仅为5%,人数不超过4人的家庭农场面积仅占阿根廷可耕地面积

的5%,占巴西和哥伦比亚的3%,占墨西哥的2%;这一数据在同时期的美

国和加拿大分别达到60%和64%。② 在技术革新后,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

战略也并未改变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分化。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引进机

器设备推动产业升级仍然需要依靠原有寡头阶层的资本积累,先前农村社

会的底层民众在工业化中变成自由劳动力进入城市和工厂,依旧为寡头阶层

服务,社会的分化并没有改变。直至今日,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依旧是世界上

最高的,拉美地区的阶层固化也十分明显。如同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

斯(OscarLewis)在其经典作品《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中

得出的结论: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稳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③

由于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就给民众动员创造了条件。当经济

陷入危机时,反建制主义领袖就会以此动员大众,反对现存建制,并承诺给

予民众更多社会福利。拉美地区就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尽管拉美各国试

图通过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建立稳定的发展路径,但是基于历史和外部环

境形成的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使调整异常艰难,拉丁美洲经济因此长

期在世界经济的变动周期中动荡;而经济危机使建制的权威弱化,社会不平

等的结构性问题就会在危机中凸显,给反建制主义领袖提供了动员民众的

契机,这就使反建制主义在经济危机的浪潮中得以反复生成。

①

②

③

转引自:赵丽红:《“资源诅咒”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北京:当
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22—123页。

SebastianEdwards,LeftBehind:LatinAmericaandtheFalsePromiseof
Populism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0).pp.173-174.

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李雪顺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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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理策略上的激进性传统

西班牙学者哈维尔·桑蒂索(JavierSantiso)在描述拉美时就说:“拉美

是一个惯于走极端路线的地区……各种模式和范式在拉美泛滥。观念的转

换如同时而乌云蔽日突然又晴空万里的热带气候,而这些观念上的热带气

候通常是拉美人自己维持的。”①哈维尔的这番描述实际上反映了拉美地区

始终存在“钟摆效应”的特点,从拉美独立以来,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就

长期游走在左与右的两个极端维度之间。例如,在发展战略上,无论是贸易

出口还是工业化道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都有助益,需要政府因势利导。然

而不少拉美国家在依赖贸易出口阶段只注重一两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单一

的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极为脆弱;而在调整到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阶段,拉

美国家又歧视性地忽视出口部门,使贸易顺差逐渐转为贸易逆差;再到新自

由主义改革阶段,拉美国家激进地实施“休克疗法”,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大起

大落,各种社会矛盾积聚。某种程度上,拉美发展模式剧烈的摇摆也助推了

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反建制主义的抬头。

与发展模式激进变动相连的是社会政策的急剧变化。在拉美,政府的

社会政策也经常发生激进的调整。左翼政府在执政期间,通常大幅增加政

府补贴,出台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不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而右翼

政府在上台后,又通常大幅削减政府补贴,使民众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社

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阿根廷近十年为例,在左翼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

什内尔(CristinaFern췍ndezdeKirchner)任职期间,一共推行了60个社会福

利项目,共有1800万民众从中受益,仅在2015年,社会项目的转移支付金额

就超过1572亿阿根廷比索,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3%。② 然而在

2015年末右翼总统马克里(MauricioMacri)上台后,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大幅

削减政府补贴,提升阿根廷公共服务价格:水费提高375%,燃气价格最高涨

①

②

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9年,第23页。

MarianoObarrio,“Seduplicóendosañoselpresupuestoparaplanessociales,”

LaNacion,18deabrilde2015,http://www.lanacion.com.ar/1785528-se-duplico-en-
dos-anos-el-presupuesto-para-planes-soci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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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为300%,公共交通价格提高100%,电费最高提价700%,阿根廷贫困人

口在短时间内上升了5%。① 这种社会政策的激进变动在阿根廷的历史上反

复出现,造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也使民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事实上,治理策略选择上的激进性同样也容易为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创

造条件:第一,发展模式的激进变动会带来政局动荡,从而影响政策实施的

连续性。从拉美经济发展史来看,发展模式的转换往往带来经济的大幅波

动,加速政府人员的更迭。在20世纪90年代,当拉美经济整体转向新自由

主义改革后,拉美国家部长更换频繁。哥斯达黎加的三位总统平均每位有

18位内阁部长,乌拉圭总统平均每位有21位内阁部长,而哥伦比亚总统平

均每位有40位部长。② 这种权力的快速更迭会影响经济政策的连贯性,进

而使建制的权威受到质疑,正如普热沃斯基和屈尔瓦勒(CarolinaCurvale)

所言,寡头政治根深蒂固的共和国并非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是政治不稳

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③

第二,社会政策的激进变动会使民众承受剧烈的后果,易于形成对建制

的不满。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1970年至1995年,拉丁美洲经济体平均遭

受的危机数量高于亚洲国家50%,其破坏性是亚洲经济体所经历危机的3
倍。④ 例如,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首都地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仅为

5%,到1990年上升到40%,进入21世纪一度攀升至50%。⑤ 当经济危机

来临时政府需要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会使民众感到更大的剥夺感。如果政

①

②

③

④

⑤

CristinaPérez,“‘Tarifazos’einflación:cu췍ntohasubidoelcostodevidaen
ArgentinadesdequeMauricioMacriasumiólapresidencia,”especialparaBBCMundo,8
deabrilde2016,http://www.bbc.com/mundo/noticias/2016/04/160405_economia_

argentina_mauricio_macri_aumentos_precios_ms.
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9年,第51页。
亚当·普热沃斯基、卡罗莱纳·屈尔瓦勒:《美国和拉美之间的经济差距是政治

原因造成的吗?》,载弗朗西斯·福山编著:《落后之源:诠释拉美和美国的发展鸿沟》,刘
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

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9年,第47页。
房连泉:《庇隆时期的社会政策———兼论阿根廷福利民粹主义传统的影响》,《国

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6期,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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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无法逐步恢复先前赋予民众的福利,建制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反建制主

义也就有了兴起的基础。

事实上,拉美国家治理策略上的激进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化传统。

美国著名学者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就将拉美经济表现欠佳归咎于

西班牙遗留的文化传统,认为拉美人继承了西班牙民族精神上温顺、从众以

及追求虚无的特点,缺乏北美人所拥有的那种进取心和开创性。① 因此,拉

美国家普遍沉迷于那种无所不能的经济模式,仍在寻觅一个能够使他们百

病全消的秘方②,这就使拉美国家从独立以来就全盘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发

展模式,而不是创造性地吸收并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有学者就

指出:在独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拉美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方几乎占去了其一

半时间,而每个转折时期自我否定的内耗又占去了所剩时间中的相当大一

部分。③ 于是,拉美国家就陷入永无止境的激进调整中,拉美政坛也长期需

要依靠反建制主义领袖来重塑权威,并确定新的发展方向。

3. 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权威偏好

拉美反建制主义是经济危机下权威重塑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危机中,

拉美民众反复诉诸反建制主义领袖寻求解决方案,与拉美政治文化中具有

权威主义的传统有着密切关联。在拉美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考迪罗”的政治

传统,强调强人统治。沃尔夫(EricR.Wolf)和汉森(EdwardC.Hansen)曾经

将拉美的政治结构界定为“考迪罗政治”,认为这种结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

在缺乏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下,各阶级都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权力资源来

组织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强力的政治机器来决定资源的分配。④ 亨廷顿

(SamuelP.Huntington)也赞同这种观点,并将拉美社会描述为“普力夺社

会”,即各种势力都能干政,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他认为这种制度之所以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詹姆斯·罗宾逊:《拉美的均衡》,载弗朗西斯·福山编著:《落后之源:
诠释拉美和美国的发展鸿沟》,刘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

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9年,第16页。
吴百乙:《拉丁美洲“转型”艰难的深层原因》,《人民论坛》2016年第16期,第32页。

EricR.Wolfand Edward C.Hansen, “Caudillo Politics:A Structural
Analysi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Vol.9,No.2,1967,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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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两个渊源:一是没有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任何稳定的政治制度;二是

在之后的发展中,竭力将美国和法国的中产阶级共和制度引进到19世纪早

期拉丁美洲的那种高度寡头统治型的社会当中来,却造成了水土不服。① 因

此,拉美社会的稳定通常需要依靠领导人的强力来维持,具有很强的权威制

色彩,外来政治制度也很难完全贴合这块地区。

在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均认为现代化进程能够推动

民主政治的发展,然而奥唐奈(GuillermoO’Donnell)基于对南美国家政治发

展的实例,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理论,认为在南美最高的现代化水平的伴

生物更可能是政治威权主义,而不是政治民主。② 对于拉美人而言,政治权

威在其文化中具有深刻的烙印。以墨西哥为例,阿尔蒙德(GabrielA.

Almond)和维巴(SidneyVerba)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

主制度》中这样描述过墨西哥人对权威的看法:“墨西哥人有与官僚权威打

交道的直接经验,他们拒绝权威的腐败和专制。但是,同时又存在着对革命

感恩和总统至上的神话,以及墨西哥总统近几十年来获得的制度化的超凡

魅力。”③即使是在民主转型后,墨西哥学者认为墨西哥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

依旧表现出强烈拥护总统制的特点。④ 而这一现象在拉美十分普遍,即使是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学者们也依旧给拉美的民主冠以特定的称谓,如扎卡

里亚(FareedZakaria)提出的“不自由民主”,奥唐奈提出的“委任式民主”。也

正因为如此,当危机发生时,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拉美人所能够追溯的传统

就是强人政治,这使民众反复寄希望于反建制主义领袖来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实际上,拉美对于权威的偏好也反映在军队的干政传统上。在拉丁美

洲,长期以来权力的塑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强权手段,主要表

现形式为军事政变,或是军队扶持下的文官政权;另一种是通过动员民众的

①

②

③

④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上
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95页。

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王欢、申明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

和民主制度》,张明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11—312页。

MaríaAidéHern췍ndez,“Lademocraciamexicana,presadeunaculturapolítica
conrasgosautoritarios,”RevistaMexicanadeSociología,Vol.70,No.2,2008,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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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主要表现形式是进行票决制公投。在反建制主义领袖上台执政后,如

果无法将军队纳入新的权威体系中,军队将成为新权威体系下不稳定的因

素。一旦反建制主义政权的权威受到削弱,军人政权就会取而代之,因此在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前,反建制主义政权基本都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即使

是在民主化后,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2002年就曾经历未遂军事政变,

2009年洪都拉斯具有反建制主义色彩的时任总统塞拉亚(ManuelZelaya)也

在军事政变中下台,而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췍sMaduro)在2017年

2月同样以图谋发动政变为由逮捕9名军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军队在权

威塑造中的重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军队与反建制主义政权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

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上台离不开军队的支持,至少是默许。随着20世纪军

队中军人的社会成分逐渐趋于平民化以及军人总体素养的提高,军队内部

产生了一批“带肩章的革命民主主义者”。① 这些具有亲民思想的军人支持

推动国家的变革,甚至成为拉美反建制主义领袖,对拉美反建制主义政权的

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墨西哥的卡德纳斯、阿根廷的庇隆都曾在军队

中担任高级军官,他们上台时,军队是其政权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军队内

部也存在着各种派系和力量,除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官外,同样也有亲寡头

和外国势力的军人团体。当反建制主义政府出现治理困境及权威危机时,

这些在反建制主义政权下遭到抑制的力量就会乘势推翻现有政权。例如,

在2002年参与查韦斯未遂政变的军人就主要是与反对派、大商人和高阶教士

有密切往来的军官②,而推翻洪都拉斯塞拉亚政权的同样是保守派军人力量。

推翻反建制主义政权也可能基于军人对国家的责任意识。拉美的军队

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国家政局最终“看护人”的角色,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他

们往往会以“挽救国家”的名义走到前台。以阿根廷1955年推翻庇隆政权为

例,当时的政变将领爱德华多·洛纳尔迪(EduardoLonardi)将军向民众发

①

②

陈明明:《拉美军人政权模式与政治发展战略的选择》,《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

5期,第42页。

JuanPaullier,“AdiezañosdelgolpecontraCh췍vez,quéfuedelosprotagonistas?”

BBC Mundo,11deabrilde2012,http://www.bbc.com/mundo/noticias/2012/04/

120410_venezuela_aniversario_golpe_2002_personajes_j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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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解放革命宣言”,宣称政变“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对一个受压制民族

荣誉的热爱”。① 即使是在拉美民主化浪潮后,军队力量在拉美国家陷入困

局时也同样被寄予厚望。2017年3月,委内瑞拉亲马杜罗政府的最高法院

宣布取缔由反对派控制的议会的全部权力,该国反对派就公开要求军队打

破沉默。②

综上所述,拉美反建制主义反复出现的原因在于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

一方面,拉美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传统和治理策略上的激进性传统使

经济危机在拉美经常发生,建制权威不断受到侵蚀,需要寻找新权威加以重

塑;另一方面,和经济发展传统相连的、固化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经济危

机中反复成为现存建制被攻击的对象,这就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而拉美又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政治文化,这就使反对现有建制、强调魅力型领

袖作用的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地出现,成为民众对摆脱危机的一种期待。

(三)智利是特例吗?

与拉美其他国家不同,反建制主义政权在1973年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终结后就很少出现在智利的政治舞台上。智利前总统爱德华

多·弗雷(EduardoFrei)也曾表示:智利没有反建制主义,智利政府也没有

这种想法和思想意识。智利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具有连续性,而不是新政府

上台后就推翻上一届政府的很多政策,下一届政府又推翻这一届政府的政

策,一次次为了讨好民众。③ 有观点认为,智利民主制度的巩固使得反建制

主义没有生成的土壤。实际上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历史来看,政治制度化

只能降低反建制主义发生的烈度,但不能减少反建制主义出现的频度。从

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智利所经历的政治变迁来看,智利同样不是例外。

①

②

③

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

206—207页。

AFP,“Elparlamentovenezolanopideamilitaresrompersilencioanteruptura
constitucional,”Clarín,30demarzode2017,http://www.clarin.com/mundo/parlamento-
venezolano-pide-militares-romper-silencio-ruptura-constitucional_0_rknUCTcnl.html.

马国川:《“智利没有民粹主义”———专访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财经》

2014年第19期,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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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智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处于经济增长的阶段,即使在经

济危机期间也有强权威的控制。在皮诺切特(AugustoPinochet)军政府上

台前,智利也曾多次出现反建制主义政权,第一波浪潮中的亚历山德里政

府,第二波浪潮中的伊瓦涅斯(CarlosIb췍ñezdelCampo)和阿连德政府,都

是突出的代表。在阿连德政府执政期间,由于经济政策的大幅调整,智利的

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投资减少和原材料短缺加剧,国家

财政储备几近枯竭。再加上工人罢工的活跃,智利的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中。

到1973年,农业生产下降22%,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6%,通货膨胀率从

1971年的21%增加到381%,政府积累了大量赤字。① 在社会动荡与混乱

中,政府的权威受到极大冲击,智利因此发生军事政变,皮诺切特将军于

1973年上台执政并一直持续到1990年。

皮诺切特上台后便实行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经历短期的经济恢

复后,到了1982年,智利经济再一次陷入危机中,军政权的权威受到侵蚀。从

1983年起,民众每月举行一次大规模游行,反对党也以更加公开的方式开展活

动,暴力和抗议周期性地在智利发生。尽管经济在此后逐渐复苏,但建制存在

的问题日益被提及,诸如收入分配不公、侵犯公民权益等屡屡成为反对派攻

击的焦点。在1988年的全民公决中,民众否决了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的要求,

1990年文人政府上台。此后的文人政府基本保持了智利经济的稳定与增

长,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从1990年至今,艾尔文(PatricioAylwin)政府实

现7.3%的增长,弗雷政府实现5.2%的增长,拉戈斯(RicardoLagos)政府实

现4.7%的增长,巴切莱特(MichelleBachellet)第一个任期实现3.3%的增长,

皮涅拉(Sebasti췍nPiñera)政府实现5.3%的增长,巴切莱特第二个任期实现

1.9%的平均增长。② 智利经济的平稳发展也使建制的权威基本保持稳固。

其次,从次国家层面来看,智利的反建制主义的政府有日益增强的迹

象,似乎也不能逃脱反建制主义浪潮。

①

②

约翰·L.雷克特:《智利史》,郝名玮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第177页。

VíctorPetersenZ.,“Economiachilenacrece1.9% promedioensegundo
gobiernodeBachelet,”LaTercera,6defebrerode2018,http://www.latercera.com/

negocios/noticia/economia-chilena-crece-19-promedio-segundo-gobierno-bachelet/5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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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智利第二大重要城市瓦尔帕莱索的市长选举中,出生于1985
年的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学生运动领袖豪尔赫·夏普(JorgeSharp)以独

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并以超过54%的选票高票当选,而原市长在选举中仅

获得22.4%的选票,震动智利政坛。夏普被称为“人民市长”,他在胜选后表

示,两大寡头垄断的政治格局已经结束,一股独立于政党的、由人民组成的

新政治社会力量出现了,并会从瓦尔帕莱索走向全国。英国《卫报》将他的

当选形容为一场“寂静的革命”。①

其实在夏普当选前,智利政坛已经出现了多位年轻的反建制主义政治

人物。在2013年的议会选举中,智利共有四位学生运动领袖当选众议院议

员。这四位学生运动领袖均出生于1986年后,其中最年轻的卡米拉·巴列

霍(CamilaVallejo)出生于1988年,在智利国内享有很高声望。卡米拉是

2011年智利学生大游行的重要领袖,这场大游行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

供免费教育,西方媒体甚至称她为“智利的切·格瓦拉”。② 这些学生运动领

袖当选众议员反映了民众对现有建制的失望,如果经济继续下滑,建制权威

就会受到更大冲击,夏普、卡米拉等脱离于传统政治体系的反建制主义力量

会更多出现在智利的政治舞台上,进而在国家层面建立反建制主义政权。

在2017年的智利总统竞选中,于2013年刚刚当选参议员的无党派人

士、前媒体人亚历杭德罗·吉利尔(AlejandroGuillier)成为民调排名前三的

热门候选人之一。他不仅强调改变现状、重塑社会信任,还在竞选期间与乌

拉圭反建制主义前总统何塞·穆希卡(JoséMujica)举行了会面,路透社因此

称其为反建制主义总统候选人。③ 尽管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败北,但

部分民众对他的支持也反映了智利民众对现存建制日渐不满并寻求变革的

①

②

③

FranciscaHosiasson,“QuiénesJorgeSharp?:ElcandidatoapadrinadoporBoric
que‘recupera’Valparaíso,”RadioZero,24deoctubrede2016,http://www.radiozero.
cl/actualidad/2016/10/quien-es-jorge-sharp-el-candidato-apadrinado-por-boric-que-se-toma-
valparaiso.

GideonLong,“Chile’sStudentLeadersComeofAge,”BBCNews,11March,

2014,http://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26525140.
RosalbaO’Brien,“Chileanti-establishmentpresidentialhopefulrisesinpolls,”

Reuters,3November,2016,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le-politics-poll-idUSKBN
12Y2AH?i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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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实际上,反建制主义是拉美票选政治的固有特点。只要民众相信票

选的方式依旧能表达他们的意愿,就会为反建制主义领袖的上台创造可能,

智利同样不是拉美反建制主义的例外。

四、 结 论

拉美反建制主义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大众动员反对现存建制、试图打破

现有政治格局以实现对国家的改造的一种方式。从四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

潮来看,拉美反建制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反建制主义普遍发生于经济

危机下,强调克里斯玛型领袖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第二,当反建制主义领袖

上台后,都试图颠覆原有建制并对政治格局进行重构;第三,在意识形态上,拉

美反建制主义并无固定的特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能与其相融合;它的支

持者也没有特定的群体限制,除了工人阶级,也有农民、中产阶级等其他中下

层民众,是广泛的阶级联盟。此外,拉美反建制主义与其他地区相比,其最大

特点在于周期性地出现,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一种反复存在的政治现象。

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反复出现,归根结底在于拉美根深蒂固的政治、社会

和发展传统:由于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度对外依存的传统,拉美的经

济危机随着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变动反复出现;由于拉美在治理策略上具有

激进性的传统,政策的转变较为激烈,民众在激进的政策变化中受到的冲击

明显,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拉美政治文化又具有崇尚权威的

传统,受到“考迪罗政治”的影响,民众偏好政治强人,寄希望于强势领袖来

摆脱国家困境。当经济危机使原有建制的问题凸显、建制权威受到削弱时,

就需要新的力量来重塑建制权威,诉诸强势的反建制主义领袖就成为其中

的一种选择。在拉美,权威重塑的方式一般有两种:通过军队的强权手段,

或是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在票选民主日益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准则后,

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的权威已经很难获得各界认可,通过群众动员进而寻求权

威重建就成为唯一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如果拉美的这些传统不发生根本性

转变,拉美反建制主义也将在经济危机的浪潮中周而复始地勃兴在拉美大陆。

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原因通常是内生性的,即拉美国

家自身的发展问题或国内的社会矛盾。在之前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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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也有反建制主义领袖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寻求支持,例如委内瑞

拉的查韦斯政府将外国公司拥有的石油公司国有化,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

政府将外国公司拥有的电力、天然气公司国有化等,但这些措施主要以获取

经济利益为目标,排外本身并不构成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核心。然而在特朗

普(Donald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由于他实行了较为极端的针对移民的

政策,不仅宣称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并让墨西哥政府支付高

昂费用,还宣称将大规模逮捕并驱逐非法移民,其中大量非法移民就来自拉

美国家,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外生性因素开始显现,其中以墨西哥尤为突

出。在墨西哥国内,针对特朗普的这些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反美情绪,从政府

到民间都号召民众使用墨西哥品牌,抵制美货。① 墨西哥民众还对总统表达

了强烈不满,现任总统培尼亚·涅托(EnriquePeñaNieto)的支持率创1995
年以来的历史新低。② 政府权威的衰弱使反建制主义领袖的支持率攀升。

2018年墨西哥将举行总统大选,在2017年2月之后,反建制主义领袖奥布

拉多尔(LópezObrador)在民调中长期位列第一,在特朗普当选后,奥布拉多尔

开始受到墨西哥民众越来越多的支持,民众普遍认为是政客们的腐败无能使

得墨西哥人的尊严受到损害,反建制的情绪日渐增强。这也是拉美历史上第

一次因为外生性因素强化的反建制主义,并可能在特朗普任期内加剧与扩散。

需要指出的是,现今对反建制主义普遍存在负面看法,特别是将拉美反

建制主义与独裁和不民主联系在一起,认为反建制主义会给国家造成灾难。

然而任何建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建制危机的发生是建制不能适

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结果,对建制的调整与更替也就成为政治发展的必

然。在拉美,反建制主义是建制调整的一种选择,是民众以期获得更好统治

的一种变更。建制本身就不存在某种绝对性,只有将反建制主义置于历史

的背景和国家所处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认识它的存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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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CNN,13February,2017,http://edition.cnn.com/2017/02/12/ame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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